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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季佛教与政治

新罗末期，政治极度混乱，自真圣王（ ）起，韩半岛又

进入了后三国分裂时期。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印证了所谓天下大势

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规律。

真圣王是宪康王的妹妹，正史中她被描绘成荒淫无道的女王，

不仅有作风上的问题，而且行政上也一团糟。据说她“素与角干魏

弘通”“，及魏弘卒，追谥为惠成大王。此后，潜引少年美丈夫两三

人，淫乱，仍授其人以要职，委以国政。由是，佞幸肆志，货赂公行，

赏罚不公，纪纲坏驰”。 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前者即作风上

的问题应当说是封建时代帝王的特权，如果她是男人，这一点便不

成问题了；后者即授“少年美丈夫”们以“要职”的确是不可取的。

为此，她即位后的第三年，元宗、哀奴等在沙伐洲发动叛乱。同五

年，在北原一带叛乱的梁吉让手下的弓裔领兵袭击北原东部落和

第八章　　高丽前期的佛教与政治

第一节　　　　后三国时期的佛教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新罗本纪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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溟州管内的酒泉等地。翌六年，完山的甄萱据州自称“后百济”，武

州东南一带诸郡县均归其所有。同九年弓裔又击取猪足、狌川二

郡以及汉州管辖内的夫若、铁圆等十余个郡县。同十年，西南地区

又有赤裤贼起义。等等。

历史上，一些昏君、暴君在做尽坏事的同时，也往往兴办佛事，

以此来忏悔和弥补其罪孽，求取来世的幸福。真圣女王即位第一

年，就到皇龙寺设百座讲会，第二年又下令度僧六十人，甚至在她

执政的第八年，还能接受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文豪崔致远所“进时

务一十余条”。女王晚年，似乎也觉察到自己的过失， 年（即位

第十一年），她怀着悔恨的心情对群臣们说“：近年以来，百姓困穷，

盗贼蜂起，比（疑为‘皆’）孤之不德也。避贤让位，吾意决矣。”于是

主动地“禅位于太子”。

继位的孝恭王（ 是宪康王的庶子，在位十六年。这

期间，差不多每年都受到弓裔和甄 的侵扰，土地不断地被蚕食，

国势越来越弱。新罗王朝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风雨飘摇了。孝恭王

无子，嗣位的神德王为朴氏，乃阿达罗王远孙，其父锐谦为宪康王

时的大阿飡，母为宪康王之女。五年后，景明王（ ）即

位。 年，王建代替弓裔建立高丽王朝。自此，新罗每每于王

建交好，共同对付后百济甄萱的势力。 年，甄萱攻破京城，景

哀王（ 被迫自尽身亡。 立景哀王族弟为王，是为末代

君主敬顺王（ 。公元 年，自感“四方土地尽为他有、

国弱势孤、不能自安”的敬顺王终于举土投降高丽太祖王建，结束

了新罗王朝将近一千年的统治。

新罗王朝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佛教的积极作用。

然而，其后期，佛教逐渐丧失了在精神上的指导作用，成为一种徒

关于神德王在位时间，《三国史记》记载共六年，而文史哲出版社印行的《中日

韩对照年表》只记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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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形式的宗教。正如史书所指出的那样，“奉浮屠之法，不知其敝，

至使闾里皆其塔庙，齐民逃于缁褐，兵农浸小而国家日衰，则几何

其不乱且亡哉！”这是历史的教训。

弓裔的泰封政权与佛教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有弓裔的传记。据载，弓裔是

新罗王族出身，姓金，一说出自第四十七代宪安王；一说为第四十

八代景文王膺廉之子，“以五月五日生于外家”。史书说他出生时

“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日官奏言“此儿以重午日生，生而

有齿，且光焰异常，恐将来不利于国家，宜勿养之”。国王果然敕中

使抵其家杀之。使者将他放在襁褓中扔到楼下，幸得一乳婢相救

才免遭于难。在乳母的掩护下弓裔慢慢地成长起来。大约在十岁

遂告之曰“：子之时，一日乳母见其“游戏不止” 生也，见弃于国，予

不忍，窃养以至今日，而子之狂如此，必为人所知，则予与子俱不

免，为之奈何！”这段经历说明弓裔刚出生时便被卷进一场宫廷内

部的斗争中，而他之所以受到迫害，原因很可能就是“生于外家”。

不难想像，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人养成叛逆性格，而他后来终究走

上叛逆道路由此看来似乎是理固宜然了。

就在十余岁仍不能摆脱人身威胁的时候，弓裔走上了出家的

道路。他至世达寺（后世称“兴教寺”）祝发为僧，自号善宗。在他

的人生旅途中，出家实际上是走向社会的开始。从动机上看，他的

出家是寻求避难，而不是出于信仰；从日后的行为上看，他的出家

无非是借佛教之名行政治之实。之于他如何实现由出家到叛逆的

转变，《三国史记 弓裔传》有这样一段记述：

及壮，不拘检僧律。轩轾有胆气。尝赴斋，行次有乌鸟衔

物，落所持钵中。视之，牙签书王字，则秘而不言，颇自

负。见新罗衰季，政荒民散，王畿外州县叛附相半，远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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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盗蜂起蚁聚。善宗谓乘乱聚众，可以得志。以真圣王

即位五年，大顺二年辛亥，投竹州贼魁箕萱。箕萱悔慢不

礼，善宗郁悒不自安，潜结箕萱麾下元会、申煊等为友。

景福元年壬子，投北原贼梁吉，善遇之。

弓裔受到梁吉的重用，分兵向东拓展基盘，当年便攻下酒泉、

奈城、郁乌、御珍等县。乾宁元年，即真圣女王七年（ ，弓裔进

入溟洲，手下已有三千五百人。因为他能“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

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此后，弓裔又连破

猪足、狌川、夫若、金成、铁圆等地，时间当在真圣王九年秋天。

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弓裔也积极地为开国称王作准备，

比如设置各种官职，并将汉北名郡松岳郡选定为都城。（这时王建

已自松岳郡来投，被 年，势力扩展至僧岭、仁封为铁圆郡太守）

物、孔岩、黔浦、穴口等地。弓裔势力的强大，自然地同梁吉产生了

矛盾。孝恭王三年（ ）梁吉纠集北原、国原等三十余城劲兵袭击

弓裔，结果兵败于非恼城下。自此，弓裔的势力越发膨胀，杨州、见

州、广州、忠州、唐城、青州、槐壤等皆归其所有。天复元年（孝恭王

四年， 年），弓裔正式称王。他对左右说“：往者新罗请兵于唐，

以破高句丽，故平壤旧都鞠为茂草，吾必报其仇。”史家觉得弓裔的

这番话“盖怨生时见弃，故有此言”。他曾“南巡至兴州浮石寺，见

壁画新罗王像，拔剑击之”，可见幼时的仇恨在他心目中有多深。

天佑元年（孝恭王七年， 年），弓裔立国号为摩震，年号为

武泰，下设广评省等一系列机构，并移青州一千户至铁圆城作为新

京。翌年，改武泰为圣册元年。在对新罗的态度上，弓裔一直十分

强硬“，令国人呼新罗为灭都，凡自新罗来者，尽诛杀之”。乾化元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一真圣王条的记载略有出入。该条说：“八年⋯⋯冬

十月 弓裔自北原入何瑟罗，众至六百余人，自称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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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改圣册为水德万岁元年，改国号为泰封。同四年改水德万

岁为政开元年。

弓裔不仅对新罗王朝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对内变态的心理

也使他变得凶残暴虐、多疑急怒“，诸寮佐将吏，下至平民，无辜受

戮者，频频有之。斧壤之人，不胜其毒”。这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都表现出非凡才华的王建很快成为众人心目里的中心人物，

年他率先在海东导演了一场皇袍加身的喜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短命的泰封政权始自唐 ，至后梁贞明四年大顺二年（

，凡二十八年。弓裔早年曾有过僧侣生活，占据新罗北部后，

也主动地利用佛教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称王之前，他于孝恭

王二年（ 设八关会。称王后，又

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

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以采饰其鬃尾。使童男

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又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又

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

说。

弓裔的信仰显然带有实用的色彩，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

至于他自己，丝毫没有佛教的慈悲精神。史料说有一位叫绎聪的

僧人指出他著的经卷为“邪说怪谈，不可以训”，他便以“铁椎打杀

之”“。贞明元年，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谏之。王恶之曰：

汝与他人奸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王曰：我以神通观之。以烈

火热铁杵，幢（为‘撞’）其阴杀之，及其两儿”。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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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萱的后百济与佛教

甄萱的事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均 为有记述。据载

尚州加恩县人，本姓李，后以甄为氏。其父以农自活，光启年间

据沙弗城（即尚州）自称将军。萱自幼体貌雄强，志气

倜傥不凡，曾从军入王京，又赴西南海边防戍，枕戈待敌，恒为士卒

先，以战绩被提升为裨将。真圣女王在位时，看到嬖竖在侧，窃弄

政柄，纲纪紊驰，加之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他自己也

于 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真圣王六年（

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

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甄萱在取得一定的实力后仍不敢公开称王。但不久，他终于

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恰当的理由。他对左右说：

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后赫世勃兴，故辰卞从之

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总章中，唐高宗

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

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沘，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

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

于是，甄萱自称“后百济王”，设置官职。这一年，即唐光化三年，公

元 年。

在割据政权中，甄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同梁吉、弓裔政

权以及新罗政权的关系。在正式称王前，他听到“北原贼良吉雄

①《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甄萱传》。

《三国史记》说甄萱自称后百济王的时间是“唐光化三年，新罗孝恭王四年也”。

查年表，“唐光化三年”为新罗孝恭王在位第三年，而不是第四年。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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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强，弓裔自投为麾下”，便“遥授良吉职为裨将”。开平四年（

“锦城投于弓裔”的原故，双方发生矛盾，以至兵戎相见。乾化二年

萱与弓裔战于德津浦。贞 ）王建代替弓裔后，后明四年（

三国的争霸战争便在高丽、后百济、新罗之间展开了。

在现存的史书中，似乎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甄萱与佛教有什

么直接关系，但从他的儿子取名“须弥强”“、金刚”这一点来看，他

大致也信仰佛教。后三国时期，伽耶海印寺出现了观惠和希朗这

两位华严宗名僧。后来，他们分成南北两派，其中惠观在南方成为

甄萱的福田，称南岳派；希朗则在北方为高丽太祖王建出谋划策，

。这一点说明甄萱也在利称北岳派 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

第二节　　　　佛教与高丽建国

太祖王建的世系

在后三国群雄逐鹿中获胜的高丽太祖王建乃松岳郡人，其世

系传承在当世似乎就颇有争议。对此，《太祖实录》的作者黄周亮

记述如下：

⋯⋯即位二年追王三代祖考，册上始祖尊谥曰元德

大王，妣为贞和王后；懿祖为景康大王，妣为元昌王后；世

祖为威武大王，妣为威肃王后。

黄氏的记录比较简单， ）金宽毅相比之下毅宗朝（

①见高丽赫连挺撰《圆通首座均如传》第四。

《高丽史》第一第三页，国书刊行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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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编年通录》则详细得多。据该书记载，其先祖名虎景，自称圣

骨将军，曾游历至扶苏山左谷，娶妻安家，生子名康忠。忠体貌端

严，多才艺，娶西江永安村富人家女子为妻，生子宝育。康忠居五

冠山摩诃岬时，听一位会看风水的新罗官员说“，若移郡山南，植松

使不露岩石，则统合三韩者出矣”。于是，与郡人徙居山南（指扶苏

山之南），栽松遍岳，因改名松岳郡。康忠子宝育“性慈惠、出家入

智异山修道，还居平那山北岬，又徙摩诃岬”。后还俗娶妻，成为

“居士”，生有二女。时有新罗“术士”见其居于摩诃岬，便告诉他

“居此必大唐天子来作婿矣”。这位“大唐天子”是谁呢？《编年通

录》接着说“：唐肃宗皇帝潜邸时欲遍游山川，以明皇天宝二十载癸

巳春涉海到浿江西浦，⋯⋯至松岳郡，登鹄岭南望曰：此地必成都

邑。”浪迹海东的“大唐天子”后与宝育的二女相遇，生子曰作帝建。

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释典，并生有四子。其长子曰

“龙建”，后改为“隆建”，是为太祖王建的父亲。有关大唐天子的传

说大约来自禅宗的灯录，闵渍的《编年纲目》引《碧岩》等禅录云：

宣宗年十三，当穆宗朝，戏登御床，作揖群臣。穆宗

子武宗心忌之。及武宗即位，宣宗遇害于宫中，绝而后

苏，潜出远遁，周游天下，备尝险阻。盐官安禅师默识龙

颜，待遇特厚，留盐官最久。又宣宗尝为光王，光即杨州

属郡，盐官杭州属县，皆接东海，为商船往来之地方。当

惧祸犹恐藏之不深，故以游览山水为名，随商船流海。

又，世传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学士从王游者，谓王曰：

“尝闻王之先出于唐肃宗，何所据耶？肃宗自幼未尝出

阁，禄山之乱，即位灵武，何时东游，至有子乎？王大惭，

不能对。 渍从旁对曰：此我国史误书耳，非肃宗，乃宣

宗也。学士曰：若宣宗久劳于外，庶或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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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闵渍的看法，所谓大唐天子实为宣宗，而非肃宗。这样，时

间上大致可以自圆其说了。对于上述传承世系，史家们已经提出

各种怀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流行极广的传承说。在这

一问题上，《高丽史》的作者郑麟趾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兵部尚书金永夫，征仕郎检校军器监金宽毅皆毅宗

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子亦曰：

宽毅访集诸家私蓄文书，其后闵渍撰《编年纲目》，亦因宽

毅之说，独李齐贤援《宗族记源录》，斥其传论之谬。齐

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云肃

宗、宣宗者，以唐书考之，则肃宗自幼未尝出阁，果如元学

士之言矣。宣宗虽封光王，唐史无藩王就封之制。而其

遭乱避祸之说，亦是禅录杂记二说，皆无所据，不足信也。

⋯⋯《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

仕太祖孙显宗之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

之。以贞和为国祖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

之说。宽毅乃毅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岂可

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无稽杂出之书邪（“邪”为“耶”）！

⋯⋯呜呼！自古论人君世系者，类多怪异，而间或有附会

之说则后之人不能不致疑焉。今以实录所载，追赠三代

为正，而宽毅等说亦世传之久，故并附。

应当说，《高丽史》作者的观点是比较允妥的。但《编年通录）

的传承说，其影响毕竟既广且远。对于我们来说，《编年通录》是不

是信史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谁在编造这些动人的传说，以

及编造的目的又是什么。从以禅宗的灯录为依据，于是将王建的

世系同李唐血统拉上关系这一点来看，故事的编造者很可能就是

为高丽王朝服务的禅僧们，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想让王氏有一个高

贵的血统，以及丽罗更替的必然性。



第 10 页

道诜与高丽政权的建立

道诜是高丽佛教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奠定了高丽王朝

将近五百年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从此，佛教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

出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功能。现存道诜的资料，比较可靠的当推

高丽崔惟清所撰《白鸡山玉龙寺先觉国师碑铭》。据此，道诜俗姓

金，新罗灵岩（全罗南道）人。世系不详，或云太宗大王之后。从

“唐文宗开成十一年，新罗文圣王八年丙寅，年二十矣” 这句碑

文来看，道诜当生于唐文宗太和元年，即新罗兴德王二年，亦即公

元 年。下文说他寂于“唐昭宗光化元年（ 、新罗孝恭王二

年戊午三月十日”“，享年七十二”，这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年十五，祝发出家“，隶月游山华严寺，读《大经》”。所谓《大

经》，一般是指净土三大部中的《佛说无量寿经》。《玄义分传通记》

（三）说“：大经者无量寿经，三经之中此经广故，对余二经名大经

也。”净影、道绰、善导等净土诸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此外，天台宗

往往也称《涅槃经》为“大经”。这里的“大经”所指虽然不明，但有

一点是清楚的，即道诜早期接触的是教门的思想，也就是相对于禅

的传统佛教。五年后（新罗文圣王八年， 年），道诜二十岁，

“忽自念曰：大丈夫当离法自静，安能兀兀守文字间耶！”由此，他开

始了自己信仰旅程的又一个时期，即由传统佛教转向禅宗。碑文

说：

于时惠彻大师传密印于西堂智藏禅师，开堂于桐里

山。师抠衣请学，凡所谓无说之说，无法之法，虚中授受，

这句碑文有误，唐文宗开成只有五年，之后便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因此“新罗文

圣王八年”当为会昌六年，距开成元年已是第十一个年头。

“查年表 光化元年”也就是孝恭王元年，而不是“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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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尔超悟。年二十三，受具戒于道寺。或于云峰山下穿

洞安禅，或于太白岩前结茅坐夏，又移阳县白鸡山玉龙

寺，爱其幽胜，改葺堂宇，洒然有终焉之志。宴坐忘言，三

十五载。

惠彻（又作惠哲，其事迹已见本书上卷）原先在义湘开创的浮

石寺出家，学习华严教义。唐宪宗元和九年（ ，惠彻入唐传西

堂智藏禅法，二十五年后，于唐文宗开城四年（ 春归国，此时道

诜已经十三岁了。回国后，惠彻得到文圣王的支持，在武州谷城郡

桐里山开设道场，用二十余年的心血建成了“顿渐云集”“、贤愚景

附”的大禅刹。道诜投其门下时，正值禅刹的创建阶段。因此，九

山之一的桐里山，实际上也有道诜的一份功劳。在此，道诜和盘接

受了惠彻所传智藏系“无说之法、无法之法”的禅法。三年后，他又

至云峰山、太白岩等地修行，最后以白鸡山玉龙寺为终焉之所。

政治上，道诜同宪康王（ 有过交往，曾被迎至宫中讲

经说法。他“每以玄言妙道开发君心”，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同惠

彻如出一辙。但“未几，不乐京辇，恳请还山”，之后便未见和新罗

政府有任何往来了。 年道诜去世后，孝恭王赠谥号“了空禅

师”、塔名“证圣慧灯”，并应道诜门人珙寂等人的请求，命瑞书学士

朴仁范撰写碑文。

道诜对后世影响最大且又让世人争议最多的是他成功地运用

阴阳五行说和谶语为高丽王朝的建立服务。前引金宽毅《编年通

录》说王建的父亲隆建

貌魁伟，美须髯，器度宏大，有并吞三韩之志。尝梦见一

美人约为室家，后自松岳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与为

婚，不知所从来，故世号梦夫人，或云以其为三韩之母，遂

姓韩氏。是为威肃王后。世祖居松岳旧第有年，又欲创

新第于其南，即延庆宫奉元殿基也。时桐里山祖师道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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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得一行地理法而还，登白头山，至鹄岭，见世祖新构

第曰：种穄之地何种麻耶？言讫而去。夫人闻而以告，世

祖倒屣追之。及见，如旧识。遂与登鹄岭，究山水之脉。

上观天文，下察时数，曰：此地脉自壬方白头山水母木干

来落马头明堂，君又水命，宜从水之大数，作宇六六为三

十六区则符应天地之大数。明年，必生圣子，宜名王建。

因作实封题，其外云：谨奉书百拜献书于未来统合三韩之

主大原君子足下。时唐僖宗乾符三年四月也。世祖从其

言，筑室以居，是月威肃有娠，生太祖。

应当说，《编年通录》的记述的确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作

者的知识是极其贫乏的，记述的内容漏洞百出。例如唐代僧人一

行虽然精通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之学，但据《宋高僧传》卷五、《佛

祖历史通载》卷十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本传等史料记载，他

的生卒年月为唐高宗咸 至玄宗开元十五年（亨四年（ ，他

的卒年距道诜的生年正好一百周年。把他两人牵扯在一起，显系

后人的安排。韩国佛教史家李能和叙述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史

云，道诜入唐，得地理法而还，此误也，故削之。” 又如，引文中道

诜所说的“种穄之地何种麻耶”这句话中的“穄”字，据李齐贤的解

释，与“王言相类”，因此是一句双关的隐语。联系下一句“明年必

生圣子，宜名王建”，意思是说直到王建出世这一家族才姓王，这一

点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因为“父在而子改其姓，天下岂有是理”，

再说王建投靠的弓裔本来就“多疑忌，太祖无故独以王为姓，岂非

取祸之道乎！”李齐贤根据《王氏宗族记》，认为“国祖姓王氏，然而

之说，不亦诬哉非至太祖始姓王也。种 ”。

这则漏洞百出的史料倒是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道诜确曾

①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一四七页。

见《高丽史》第一，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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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阴阳五行说为新王朝的建立服务，新王朝也积极地维持这种

宗教权威，以便尽量让王权有一个神权的外衣。那么，道诜到底是

怎样掌握了阴阳五行学、又怎样为新王朝服务的呢？前揭碑铭说：

始师之未卜玉龙也，于智异山瓯岭卓庵止息，有异人

来谒座下，曰：弟子幽栖物外，近数百岁矣，缘有小技，可

奉尊师，倘不以贱术见鄙，他日于南海汀边，当有所授。

此亦大菩萨救世度人之法也。因忽不见。师奇之，寻往

所期之处，果遇其人，聚沙为山川顺逆之势。眎之。顾见

则其人已无矣。其地在今求礼县华严寺之下。师夜宿华

严，心里见沙势，日日誊书秘录，土人称为沙岛村云。师

自是豁然，益研阴阳五行之术，虽金坛玉笈，幽邃之诀，皆

印在胸次。于是为王太祖，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

数，其源皆自吾师发之。

道诜曾受到新罗宪康王的礼敬，但却在为新王朝的建立服务，

这说明他是会审时度势的。闵渍《编年纲目》还记载说“：太祖年十

七，道诜复至，请见曰：足下应百六之运，生于天府，名墟三季，苍生

待君弘济。因告以出师、置阵、地利、天时之法，望我山川，感通保

佑。” 王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 ，十七岁应是唐昭宗景福

二年（ ，此时道诜六十七岁，也就是去世前的第五年。从时间

上讲，他二人的接触是有可能的。

阴阳五行学是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燕

齐方士。管子称阴阳为“天地之大理”。战国末期阴阳家驺衍创

“五德终始”说，以天象来预测社会历史的演变与人事的吉凶祸福。

阴阳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种势力的

支配，以此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王朝的更替。汉代董仲舒“始

转引自《高丽史》第一，第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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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阴阳，以儒者宗”，即用儒家思想来阐发阴阳五行说，以天道运

行、四时次序来解释社会秩序，提出“天人感应”等理论。以宅地或

坟地的地势、方向来比附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风水迷信在中国的

流行也很早，以此道为业的人 艺文志》有也被称为堪舆家。《汉书

《堪舆金 》十四卷，列于五行家。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

也。”据称撰于后汉时期的《青鸟经》是风水方面的最早著作。此

后，经南北朝至隋唐，阴阳风水一直都很流行。

佛教传到中国后，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阴阳五行和风水等思想

的影响，比如《传灯录》记司马头陀说百丈怀海不宜居住大沩山，原

因是“和尚（指百丈）是骨人，彼是肉山，设居之，徒不盈千”。最后，

司马头陀选中百丈门下灵祐为“沩山主”。阴阳五行学传到韩国的

时间也很早，据说新罗名将金庾信的庶孙严就好方术，曾赴唐学阴

阳之法，长遁甲之术，大历年间回国任司天大博士。从崔致远等人

撰写的碑文来看，这种思想在韩国佛教中也广为流行。上文中介

绍的皇龙寺九层塔，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九韩来伏”，这显然是

风水祸福说的滥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道诜虽然不可能入唐从

一行学习，但完全有可能在本国学习阴阳五行学。实际上，崔氏所

作的碑铭已经表明，道诜在佛法上受学于桐里山惠彻，而在术数上

则受传于 岭异人。由于他同王氏政权的关系非同寻常，是故高

丽一代，道诜的地位屡屡上扬。《碑铭》说“：盖其功德，宜在褒大而

追崇之，故显王有大禅师之赠，肃祖加王师之号，仁宗追封为先觉

国师，毅宗又命刻碑以寿其传。若国师之于太祖，其事甚伟，盖先

识之于降生之前，而施其效于身没之后，其神符冥契，有不可思议

者。”

后三国角逐中的王建与佛教

高丽太祖王建生于 正月，时值新罗王朝走向唐乾符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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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群雄并起，甄萱据南州称后百济，弓裔据高句丽之地，都铁

圆，国号泰封，当时，王建的父亲为松岳郡沙粲。乾宁三年（

二十岁的王建投奔弓裔，被封为金城太守。由于王建屡建战功，其

爵位逐渐由阿粲升至阏粲、韩粲、波珍粲，并兼侍中之职。但是，弓

裔的残暴也时常让王建望而生畏。裔“常自云：我得弥勒观心法，

能知妇人阴私，若有于我观心者，便行峻法。遂锻三尺铁杵，有欲

杀者辄热之 就这样，死于弓裔铁杵下以撞其阴，烟出口鼻死”。

的人不知其数。在一批不堪其苦的大臣们的策划下，贞明四年

六月，泰封国内发生政变，推翻了弓裔政权，建立了高丽王

朝。

王建在导演皇袍加身这出喜剧的时候，又充分利用了谶纬迷

信的作用。《三国史记》等史料记载，贞明四年，来自唐朝的商人王

昌瑾从一位“状貌魁伟、鬓发尽白、着古衣冠”的人手中以米换得一

枚古镜，后发现镜上有字，曰“：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于

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显形黑金东”。于是，这位商

人将古镜献给弓裔。文人宋含弘等认为：“上帝降子于辰马者，谓

辰韩马韩也；二龙见，一藏身青木，一显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

郡人以龙为名者之孙，今波珍粲，侍中之谓欤？黑金铁也，今所都

铁圆之谓也。今主上初兴于此，终灭于此之验也；先操鸡后搏鸭

者，波珍粲侍中先行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 趁此机会，宋含弘

等拥戴王建，推翻了泰封政权。据说弓裔从王昌瑾处得到古镜时，

曾让有司寻找镜主的下落，未果，“唯东州勃飒寺炽盛光如来像前

有镇星古像如其状，左右亦持梡镜”。 这样看来，古镜上的文字

就更不同寻常，真正预示着改朝换代的“天机”了。

《高丽史》史第一，第十一页。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列传第十。

《高丽史》第一第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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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取得政权后，韩半岛基本上分成新罗、高丽、后百济三股

割据势力。其中，高丽和后百济的实力最强，谁要想独霸天下都必

须剪灭对方；新罗虽然日薄西山，气数已尽，但却有着其他两家不

可代替的正统地位。在这种形势下，聪明的王建尽量同新罗保持

友好关系，让后百济和新罗发生正面冲突，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每

当后百济甄萱出兵新罗，他都出面干涉，在二者之间扮演一个中间

人、执法者或裁判的角色。他在回答甄萱的书信中说：“⋯⋯仗义

尊周，谁似桓文之霸，乘闲谋汉，唯看莽卓之奸。致使王之至尊，枉

称子于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忧，以谓非有元辅之忠纯，岂得再

安于社稷。以付心元匿恶，志切尊王，将援置于朝廷，使扶危于邦

国。足下见毫厘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恩，斩戮君王，焚烧宫阙，⋯⋯

元恶浮于桀纣，不仁甚于獍枭。” 书信中，王建把新罗国王比作

大权旁落的周天子，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仗义尊周”，这同甄萱的

不仁不义、残酷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国际上，他又积极地同中

国交好，率先取得后唐的册封，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 王建在

政治上、军事上是成功的，最后他不仅以武力削平了后百济的实

力，并让新罗敬顺王感恩戴德，于公元 年以将近千年的江山拱

手相让。

王建在建国过程中，充分利用佛教力量，这一方面是出于个人

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据《东国通鉴》等史料记

冬，便设八关会，于载，王建即位元年（ 阙庭置轮灯一座，四旁

列香灯，又结两彩棚，各高五丈余，呈百戏歌舞于前。百官袍笏行

礼，观者倾都。此后，八关会被作为每年的例行佛事。又据《高丽

《高丽史》第一第十① 九页。

年，后唐闵帝遣使册封王建为特进检校如 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

国、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册封其妻柳氏为河东郡夫人。兼赐银器、匹段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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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太祖本纪》记载，王建即位二年，迁都松岳郡（开城），升郡为开

州，创建宫阙，并在城内创建法王寺、慈云寺、王轮寺、内帝释院、舍

那寺、普济寺、新兴寺、文殊寺、圆通寺、地藏寺等十大寺院“，两京

，在五塔庙肖像之废缺者并令修葺”。即位第四年（ 冠山（京畿

道长端府西）建大兴寺，迎接僧人利严（又称“利言”）居住，师事之。

同五年，舍旧宅为广明寺，以瑜伽法师昙谛为住持，又创日月寺于

宫城西北。同六年，福府卿尹质使梁，带回五百罗汉像，王命置海

州（黄海道）崇山寺。同七年，创外帝释院、九耀堂、神众院、兴国

寺。同十一年（ ，新罗僧洪庆由后唐归国，带回大藏经一部，王

亲自迎接，安置于帝释院。翌十二年，天竺三藏法师摩睺罗来，王

备仪迎之，居龟山寺（第二年去世）。十三年秋八月，创安和禅院作

为大匡王信之愿堂。

王建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早年曾以

庆猷和中湛等为王师，又以玄晖为国师，对利严、允多、庆甫、希朗

等名僧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东国通鉴》（十二）记载

道，王建尝对内奉卿崔凝说“：昔新罗造九层塔，遂成一统之业。今

开京（开城）建七层塔，西京（平壤）建九层塔，冀借玄功，除群丑，欲

合三韩为一家，卿为我作发愿之疏”。又据《三国史记》记载，王建

在即位的第三年（ 春正月，就与新罗的景明王“交聘修好”。同

年十月，当甄萱攻陷大耶城并进军进礼郡时，王建又应新罗的请求

出兵干涉，赶走了后百济的军队。然而，就在接见新罗的求援使臣

时，太祖王建不由自主地问道“：闻新罗有三宝，所谓丈六尊像、九

层塔并圣带也。像、塔犹存，不知圣带今犹在耶？” 如果将王建

的这席话和上面同崔凝的谈话联系起来看，他虽然表面上标榜自

己的所作所为是“仗义尊周”，但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感觉到他是在

“问鼎中原”。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新罗本纪第十一。


